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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

政策实践与未来选择

徐富海

［摘 要］ 儿童虐待和忽视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但由于其具有隐蔽性、隐私性及个

体性等特点，很多国家通过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及时发现、防治儿童虐待。由于我

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传统文化、“管孩子是父母个人事”的家庭观念与未成年人保护机

制不完善等因素，强制报告在实施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其社会参与性、操作性、强制性和系统

性没有发挥出来。因此，突破传统文化观念及家庭观念，明确强制报告制度框架及实施流程，

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配套设施，加强宣传提高意识，是健全和落实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完

善我国儿童福利体系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儿童虐待；强制报告；儿童保护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

（一）儿童虐待问题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儿童虐待现象都普遍存在，是一个影响严重、备受世界各国关注的社

会问题。由于我国儿童福利制度建设刚刚起步，儿童保护机制还不完善，仍然存在一些儿童监

护不到位、虐待忽视、人身安全等问题。据全国妇联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调查显示，我国 74%

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有遭受家庭虐待的经历。a 甚至有研究认为我国儿童虐待总体发生率高达

54%，b 其中城市儿童遭受身体虐待的发生率为 41.2%—67.3%，农村为 32.4%—39.4%；女童遭

受性虐待的发生率为 14.2%—25.5%。c 据初步统计，2011 年 1 月到 2013 年 6 月期间，媒体报

道儿童遭受侵害事件共约 240 万篇，其中性侵害、虐待和监管不力占比一半以上。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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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侵害儿童的案件越来越多，呈明显增长趋势。纳入我国司法程序审理的儿童

性侵案件，从 2013 年 666 例上升至 2018 年 2479 例，增长 27 倍。a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人数显著增长，2017 年至 2019 年分别为 4.75 万人、5.07 万人和 6.29 万人，2018

年和 2019 年比前一年分别增长 6.8% 和 24.2%（图 1）。虽然纳入司法程序的儿童侵害案件逐

年增加，但与实际发生侵害儿童事件总数相比占比仍然很小。由于儿童伤害事件具有很强的隐

蔽性和隐私性，儿童本身不敢或不善于表达等特点，因此在侵害儿童案件的发现环节存在很大

的困难。

图 1 2017—2019 年办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情况（人）

资料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 年 6 月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

侵害儿童事件发现不及时严重影响了打击犯罪和救助未成年人的效果。即使有些案件后来

被发现，由于时过境迁，给侦查取证、打击犯罪带来很大困难，有的甚至因为证据灭失，让犯

罪分子得以逃避应有惩罚。有些侵害儿童的案件没有及时发现和干预，长期积聚发展成极端恶

性事件。b 例如，贵州毕节 4 名留守儿童自杀案、南京饿死女童案、广州亲生母亲长年虐待亲

生女儿致死案等多起极端伤害儿童事件频频出现，暴露了我国儿童保护中报告和发现机制失灵

的问题。因此，研究如何尽早发现被侵害的儿童，如何构建有效的儿童保护及防御机制，是当

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政府与社会各界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已有研究概述

近年来，我国非常重视儿童权益保护，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儿童权益保护、儿童医疗、儿童

教育及儿童救助等方面。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将儿童权利分为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

及自由权四类，其中受保护的权利包括免受身体或精神的伤害、虐待或忽视。c 一些学者认为

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是儿童虐待干预介入的第一步，有助于政府及时发现虐童行

a 北大法宝司法案例研究组：《关于儿童性侵的司法案例数据分析报告》，2018 年。

b  林典：《儿童虐待强制责任报告制度之研究 —— 基于台湾地区的政策文本分析》，《当代青年研究》2018 年
第 4 期。

c ［德］托马斯 · 弗莱纳，谢鹏程译：《人权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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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a 提高全社会的儿童保护意识，促进儿童虐待防治体系的完善。对于强制报告主体，大多

数学者认为应该包括医务人员（含医生、护士等）、教师、居（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儿童

福利机构人员等。对于儿童报告的执行，尚晓媛在研究澳大利亚儿童保护制度后认为，受到虐

待的儿童得到保护的基本要素包括一个拥有必要权威的儿童保护机构、儿童保护程序和国家监

护制度 / 替代性监护制度。b 在执行部门方面，一些学者认为应该由公安部门接受报告并出警，c

更多学者建议在政府部门中设置保护儿童权益的专门行政机构，由该机构专门负责强制报告制

度的执行。d 为推动强制报告实施，学者普遍认为特定人员没有履行报告义务或履行报告义务

不及时应承担行政责任或法律责任，恶意举报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国外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关注儿童虐待的概念

及危害。美国学者 Alfred Kadushin 认为，儿童虐待包括身体侵害、营养不良、照顾不足、缺乏

基本医疗、儿童失学、剥削儿童劳力、性虐待、精神虐待等。e 在实践中，美国《儿童虐待预

防和处理法》规定构成儿童虐待行为的最低标准，指由于父母或其他照料者实施不当的或者未

履行职责的行为，导致儿童死亡或者遭受严重的肉体或心理侵害、性侵害或者剥削，或使儿童

面临受到严重伤害的危险。f 虐待和忽视不仅对儿童和儿童家庭造成痛苦，需要花费大量费用

治理，还有可能产生行为失范、情感障碍、身体残疾、精神失常或报复社会等不良后果。g 例如，

有研究计算出儿童虐待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美国每年损失 940 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

产总值的 1％。h 根据儿童虐待的发生率计算虐待儿童行为对社区、卫生、福利和司法体系造成

的损失，澳大利亚 2003 年损失约为 49 亿澳元。i 二是关注强制报告制度的历史及发展。主要

研究强制报告的起源、目的及发展过程。三是关注强制报告制度的内容及流程，多数学者认为

强制报告制度的构成要素包括报告的责任主体、报告方式和内容、未能报告的责任、保护报告

主体的规定以及报告后的处置等措施。对于受理的报告，各国法律通常规定了调查与评估、服

务与安置、处置与惩戒等具体的工作内容。第四，关注强制报告执行的效果。主要涉及强制报

告取得的成效，打击了侵害行为。同时也有专家提出强制报告的负面影响，比如对家庭事务任

意干涉、将儿童带离家庭的不利影响等。j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强制报告责任主体缺乏对制度的

了解，没有掌握如何分辨虐待的知识，在强制报告执行中报告人不愿卷入是非、对虐待儿童的

a 高丽茹：《美国儿童保护制度的发展对中国的启示》，《社会工作与管理》2016 年第 6 期。

b 尚晓媛：《儿童保护制度的基本要素》，《社会福利（理论版）》2014 年第 8 期。

c 李琼宇：《刍议家庭暴力强制报告义务的构建及限制》,《法制博览（中旬刊）》2013 年第 6 期。

d 叶玉秋、魏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官》2018 年第 9 期。

e 胡巧钱：《美国儿童虐待法律保护体系介绍及对我国的启示》，《青少年犯罪问题》2011 年第 5 期。

f 杨志超：《强制报告制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年。

g Catherine Dixon, "Best Practices in the Response to Child Abuse," Mississippi College Law Review, 2005, 73.

h  Fromm Suzette, Total Estimated Cost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Funded by the Edna Mc-
Connell Clark Foundation, 2001.

i  Ben Mathews, et al., "Mandatory Reporting by Australian Teachers of Suspected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Legislative 
Requirements and Questions for Future Direction," Australia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Law & Education, 2006, 11(2).

j  Jessica Yelas, "Mandatory Reporting of Child Abuse and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Auckland University Law Review,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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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过度宽容等问题，影响了强制报告的效果。a

以上研究很有意义，但缺少对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的理论分析和实践研究，有必要

从强制报告的起源分析，总结强制报告的特征和类别，结合我国强制报告的司法实践和行政实

践，采用政策分析和案例分析的方法，探讨如何通过强制报告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儿童保护体

系建设。

二、儿童强制报告制度的理论分析

强制报告制度（Mandatory Reporting）是指从事和儿童有关工作的教师、医生、社会工作者

等人员，发现儿童有受到虐待的迹象时，有义务向有关机构进行报告，由相关权威机构采取干

预及安置等措施。接受报告的机构要为报告人保密，如果知情不报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b

以现代儿童观为理论基础，强制报告制度有助于政府及时发现虐童行为，提高全社会的儿童保

护意识，促进儿童虐待防治体系的完善。

强制报告制度起源于美国，主要是应对严重儿童侵害问题，目的是把儿童从所处的存在问

题的家庭和社区中拯救出来，避免继续遭受自身家庭或周边不利环境的侵害。1962 年，美国儿

童局制定了《示范报告法》（Model Reporting Law），引导各州建立强制报告制度。c1974 年，

美国国会通过《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CAPTA），要求各州建立儿童保护服务处，设立覆

盖全国的儿童救助热线。这种做法很快得到其他国家认可和效仿，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

菲律宾、印度、沙特阿拉伯、爱尔兰等通过立法建立了强制报告制度，其迅速发展成为保护儿

童权利、减少虐童现象的有力武器。d 据预防虐待忽视儿童国际协会统计，欧洲地区的强制报

告制度覆盖率达到了 86%，美洲为 90%，非洲和亚洲则为 72%；e 有些国家强制报告制度不仅

针对儿童虐待或忽视，还包括被怀疑受到虐待或忽视的老人及其他无自理能力者。f

从起源与实践分析，强制报告制度具有多元性、强制性、操作性及系统性特点。第一，多

元性。政府是儿童保护的主体，是建立和完善强制报告制度主要推动力量，但强制报告参与主

体多元，需要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一般情况下，强制报告参与主体是最有可能接触未成年人

和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的人，如医生、教师、儿童工作者等与儿童相关的公共机构、公职人员

及儿童福利相关人员。在欧洲，奥地利、希腊、芬兰、意大利、葡萄牙等规定强制报告的义务

主体是社会工作者或教师等特定专业群体；然而，法国、丹麦、匈牙利、爱尔兰、立陶宛、瑞

典和英国等规定强制报告的主体涵盖全体专业人员。强制报告制度的实践显示，邻居、店员、

a Cindy L. Miller-Perrin, et al., Child Maltreatment: An Introduction, Sage Publication, 1999, p. 257.

b 尚晓媛：《儿童保护制度的基本要素》，《社会福利（理论版）》2014 年第 8 期。

c John Myers, "A Short History of Child Protection in America," Family Law Quarterly, 2008, 42(3).

d  Ben Mathews, Maureen C. Kenny, "Mandatory Reporting Legis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Australia: A 
Cross-jurisdictional Review of Key Features, Dif erences, and Issues," Child Maltreatment, 2008, 13(1).

e  Tom Perry, "Child Abuse Needs Mandatory Reporting to Create a High-risk Environment for Paedophiles," The Independent, 
Aug. 14, 2015.

f 祁占勇、王艺鑫：《国外虐童行为治理的法律透视》，《比较教育研究》2018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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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行人等是报告儿童虐待和忽视的主体。例如美国接收的儿童虐待报告大部分来自“爱管闲

事”的邻居、店员以及偶遇的陌生人。

第二，强制性。强制性表明上报儿童侵害情况是法定义务，对于不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视

情形予以行政或刑事追究。强制性是强制报告的突出特点，也是落地实施的制度保障。中国、

美国、加拿大等多数国家要求报告正在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的情形，与

此不同，部分欧洲国家规定只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虐待行为进行报告，而对于潜在的虐待

行为没有做出规定。a 这些差异不仅与各国历史、文化、观念、理论、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

相关，还与儿童保护的理念、法律制度、社区以及家庭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影响并决定强制报

告的制度设计及运行特点。

第三，操作性。强制报告必须由权威的政府机构主导，明确强制报告的内容和干预流程，

使其具有可行性。在执行上，各国都根据本国政治社会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办法。比如，

2000 年日本《儿童虐待防治法》规定居民在发现儿童受到虐待时必须及时地向相关机构通报，

机构获悉后则必须迅速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在 2 日内当面确认儿童状态、在确认有虐待行为

后对儿童进行临时保护等。b

第四，系统性。多数国家意识到只有政府、社会协调，才能保障保护儿童的综合效果。强

制报告制度不仅在于发现儿童受到侵害，而且重点在于发现之后采取的一系列干预行动，包括

信息接收、立案、调查、评估、确认、干预等环节。这些干预措施涉及多部门、多领域，只有

多方协调、统筹推进才能使遭受侵害的儿童得到及时的人身保护、心理治疗、司法救助等。虐

待事件发现之后的介入和安置，是强制报告制度的核心和关键。

总之，强制报告制度存在参与性、操作性、强制性和系统性，只有在制度建设中突出这些

特点，才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强制报告制度，充分发挥强制报告的作用，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我国儿童强制报告制度的实践

（一）儿童保护及发现机制的政策分析

在我国儒家文化和宗法制度影响下，传统社会巧妙地将养育和保护儿童的责任转嫁到家庭，

儿童养育成为家庭的私事。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正式从法律上确定了儿童的合法

权益。例如，1950 年《婚姻法》废除了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制度，规定父母和子女相互有抚养

教育、赡养扶助的义务，双方均不得虐待或遗弃，并严加禁止溺婴或其他类似的犯罪行为。之

后在《婚姻法》1980 年和 2001 修正案中，不仅延续了以上规定，还进一步明确了保护儿童合

法权益。最早防治儿童伤害的专门法律是 1991 年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要求任何

组织和个人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

a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Pacific Legal Obligations for Civilians to Report Cases of Child 
Abuse, Neglect and Violence, http://fra.europa.eu/en/publications-and-resources/data-and-maps/comparative-data/
child-protection/reporting-1.

b 尹琳：《从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看日本的儿童权利保护》，《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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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控告。较早涉及儿童伤害报告的单行法是 1998 年《执业医师法》，要求医师上报与患者相

关的伤害事件或者非正常死亡事件。虽然该法不是专门针对儿童侵害的法规，但包括了儿童被

侵害致伤致死需要上报的情况。

随着我国对未成年人保护和儿童权益的重视，在实践领域进行了一些未成年人保护探索和

试点。2010 年，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开展了中国儿童福利示范区项目，在示范区每

个村设儿童福利主任，监测和发现儿童情况，探讨建立起儿童福利递送体系。在“中国儿童发

展纲要（2011—2020 年）”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受暴力伤害儿童问题的预防、强制报告、反应、

紧急救助和治疗辅导工作机制。2013 年 5 月，民政部下发《关于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

作的通知》，在 20 个地区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要求建立受伤害未成年人发现、

报告和响应机制，协调相关部门对漠视、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等事件进行调查核实，收集保存

相关证据，评估未成年人受伤害程度，为未成年人提供及时保护、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服务。

虽然该通知没有明确提出强制报告制度，但是已经具备了强制报告的一些因素，可以作为我国

强制报告制度的萌芽。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对儿童保护的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进行了一些实践探

索。例如，2013 年 8 月北京市民政局下发通知，在北京 3 个区县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要求

建立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保护的联动衔接机制，建立监测、预防、发现、报告和干预机制。

21 世纪初，虽然我国开始重视儿童保护和权益维护，但是对于侵害儿童的行为更多地采取

“号召”相关机构和人员以“检举”“举报”“报案”等方式上报情况的措施。如 2012 年《未

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提出“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

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该法提出了一般性原则，但没有明确“检举

或者控告”的具体部门，也没有明确具体流程及奖惩措施。a 为了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

2014 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等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

的意见》，规定学校、医院、村（居）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发

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该文件具有了强制报告的初

步含义，但仅仅关注监护人侵害儿童的情况，不能适用于未成年人在家庭外如在学校或社会上

遭受虐待的情形，而且缺少有关报告时限、报告具体内容与方式、知情不报的法律责任等规定。

这个时期，相关儿童保护的规定还比较原则化、模糊化，更多属于授权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

未成年人保护涉及多方面，其中一部分体现在反家庭暴力上，反家庭暴力运动推动了儿童

保护和强制报告的发展。2015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等联合印发《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

案件的意见》，规定被害人及其亲属、朋友、邻居、同事以及村（居）委会、学校、幼儿园等

单位或组织，发现家庭暴力后有权利也有义务及时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或法院报案、控告或举报。

与以前的规范性文件相比，该规定比较详细。虽然将朋友、邻居、同事等作为报告的主体有待

商榷，但是明确提出了报告主体的范围。反家庭暴力运动极大程度地推动了儿童保护的发展，

我国通过扩大儿童保护促进家庭功能和社会关系的维系。b2015 年 12 月的《反家庭暴力法》规

a 刘向宁：《当务之急和制度构建：从南京虐童案看儿童虐待强制报告》，《中国青年研究》2015 年第 9 期。

b 熊跃根：《大变革时代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政策的中国道路》，《社会政策研究》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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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报告责任主体为学校、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报告

事项为在工作中发现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行为，接受报告的行政机构为公安机关。该

法具体规定了举报主体和举报内容，但聚焦于“家庭暴力”，没有涉及儿童家庭之外等领域或

陌生人的侵害。而且反家暴的法规在内容上还是使用“报案”的方式，没有规定报案后干预及

安置等内容，缺乏明确具体的流程和操作办法，且存在执行主体不清、执法力度不强、协调不

足等问题。a

正式使用并提出“强制报告机制”的全国规范性文件是 2016 年 2 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

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不仅明确提出了强制报告一词，而且还规定了强

制报告行为的主体、报告内容和奖励措施。随后，一些部门制定了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办法或

贯彻落实的通知，如 2018 年 12 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预

防性侵害学生工作的通知》，将中小学（幼儿园）作为强制报告主体部门。2019 年，民政部主

办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联络员会议”着重强调了

落实强制报告制度。该年 12 月，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联合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区司法局、

区法院等单位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具有

了强制报告的很多特征。以上法规政策促进了强制报告制度的发展，然而由于宣传不够，操作

性稍显不足，贯彻落实情况并不够理想。b

强制报告制度建设的关键一年是 2020 年，3 项重要的儿童保护制度设计相继出台。一是该

年 5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

行）》，明确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

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有报告的义务，规定了性侵、虐

待、欺凌、拐卖等 9 类应当报告情形，对于发现这些情形的，相关责任主体应当报告。二是民

政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全国统一的儿童救助保护热线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确定了 5 个

省（区）、14 个市为全国统一的儿童救助保护热线试点，提出“统一平台、一号对外、集中受

理、分级介入、限时办理、统一回复”的原则，目标是打造服务流程闭环化、服务体系网络化、

资源链接高效化、系统功能智能化的“一站式”困境儿童救助保护热线服务综合平台。三是

2020 年 10 月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从法律层面规定报告的责任主体为国家机关、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报告事项为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报告的部门是公安、民政、教育等。

以上文件及法律的修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在我国全面实施。c

为贯彻中央政策，地方积极推动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会同

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是我国较早出台侵害未成

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县区。随后，浙江杭州、江苏无锡、扬中及江西广昌、河南省舞阳县

a  杨志超：《比较法视角下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特征探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 1 期。

b 李雅静、王健：《我国儿童性侵强制报告制度研究》，《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9 年第 3 期。

c  史卫忠：《制定印发 < 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 有关情况的通报》，《检察
日报》，2020 年 5 月 30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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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建立相应制度。据统计，强制报告制度获得民政、教育、司法、公安等部门高度重视，

2020 年社会关注度达 50 万左右。强制报告的关注程度与政策出台密切相关，例如关注度提升

最高的 2020 年和 2016 年（图 2），都有重要政策出台。

图 2 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关注程度

资料来源：根据百度搜索结果整理所得。

（二）我国强制报告的运行机制

经过探索与试点，我国强制报告制度初步形成，并在司法与行政实践中形成了两种不同但

又相互补充的类型。在司法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以

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等政法系统为主，以少年法庭为载体，通过司法审判与法律援助搭建司法

保护体系。在行政上，民政部门推出了儿童救助保护热线（后并入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以未

成年人保护中心为主体，通过联席会议搭建起儿童救助保护和关爱的服务体系。这两种类型与

我国行政部门设置、主要职责及与协作方式相关。两者在基本原则、报告主体、报告事项和干

预流程等方面，存在一些相似点，但也有一些不同。

第一，在基本原则方面，强制报告制度在司法领域和行政领域都是针对儿童帮扶诉求发现

难、报告难、干预难、联动难、监督难问题，目的是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有效防范、救助或

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这与世界大多数

国家建立强制报告的目的相似。在同样的诉求之下，在司法上，强制报告侧重于及时有效惩治

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目的是对未成年人进行全面综合的司法保护；在行政上，强制报

告侧重于拓宽儿童救助保护工作渠道，目的在于建立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福利体系。这种侧重

点不同，形成了我国强制报告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运行方式。与中国儿童强制报告制度不同，

西方国家儿童保护大体可以分为医学模式与社会-法律模式，前者认为儿童虐待具有隐私性和

不易发现的特点，需要医护人员临床调查以确定其特征并报告给儿童保护机构。但因为这种模

式范围狭窄，预防儿童虐待的作用有限，所以强制报告从医学取向转为法律和证据取向，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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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介入、保护及惩处。a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社会-法律框架也受到质疑，认为儿童保护

制度不仅仅要依据客观证据来制定，也应该考虑具体的文化习惯、社会伦理以及家庭关系，应

该从更广泛的视角保护儿童合法权益，采取更具文化敏感性和更主观的方法，充分发挥政府、

儿童家庭及社会的主体性。

第二，在报告主体方面，在司法上，强制报告明确规定报告主体为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

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及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

人员。比如，2018 年，杭州市检察院、杭州市公安局、杭州市教育局、杭州市卫计委四家单位

牵头联合制定了《关于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规定报告主体为国家机关、

教育、医疗机构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与此不同，在行政上，强制报告以热线方式，面向社会

公布，任何人、单位都可以通过热线报告，报告主体广泛，但因为报告主体不明确，体现不出“强

制性”的特点，也没有建立相应的责任义务机制，更没有涉及惩处和追责机制。这种方式与英

国儿童保护干预相似，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人人有责和儿童中心主义，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警察局、

热线电话、儿童服务机构举报儿童伤害事件。b但在地方民政部门探索建立儿童救助保护机制时，

却对报告主体进行了规定。例如，湖南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实

施意见》中提出建立农村留守儿童救助保护强制报告机制，明确了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

村（居）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对农村留守儿童受侵害行为

要履行强制报告职责；深圳市宝安区在反对家庭暴力措施中，增加网格员、楼栋长以及物业管

理员作为报告主体。c 大多数国家与我国司法领域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相似，明

确强制报告的责任主体包括学校工作人员、心理医生、邻居、儿童照护人士等。d

第三，在报告事项方面，与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强制报告关注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

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在司法上，以“列举 + 兜底”的形式规定了应当报告未

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虐待、欺凌、拐卖等 9 类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危险的情形，规

定对报案人、涉案未成年人身份、案情等信息资料予以严格保密，严禁通过互联网或者以其他

方式进行传播。与此不同，在行政上，强制报告确定了六类受理内容，不仅包括各类侵害未成

年人权益案件线索，还包括儿童相关政策法规咨询、心理问题疏导和情绪抚慰、帮扶转介服务、

生活困难救助受理以及其他儿童救助保护情形。两者相比，前者规定的详细具体，具有可操作性；

后者规定的范围广，涉及儿童虐待、救助、服务及心理支持等内容。值得肯定的是，我国从强

制报告制度建设开始，就包括了“疑似受到侵害”的报告。“怀疑即报告”指社会成员有义务

在怀疑儿童受到虐待时，向儿童保护服务处报告。e

第四，在干预流程方面，我国强制报告制度主张依法及时受理、处置，强调未成年人保护

a 刘玉兰、彭华民：《西方儿童保护社会工作的理论转型与实践重构》，《社会科学文摘》2017 年第 6 期。

b 梅文娟：《英国儿童虐待干预机制考察及其启示》，《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4 年第 1 期。

c 《宝安出台家暴预防救助八条措施》，《宝安日报》，2019 年 3 月 1 日第 A8 版。

d 张瑞锋、邓洁：《美国强制报告制度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启示》，《中国检察官》2017 年第 16 期。

e  Stephen M. Krason, The Mondale Act and Its Aftermath: An Overview of Forty Years of American Law,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mental Response to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Scarecrow Press, 2013, pp.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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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协调机制和多方联动机制。但对于怎样多方联动，两种类型有不同的表述。例如在牵头部

门上，在司法上，提出人民检察院负责联席会议制度的日常工作安排；在行政上，要求充分发

挥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领导协调机制作用，该机制由民政部门牵头。前者认

为协调主体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由其承担牵头的任务，委托或者联合民政部门或共青团、

妇联等实施必要保护措施；后者强调民政部门要建立或明确专门机构及团队负责热线运行工作，

除了民政系统上下联动机制之外，还提出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积极争取公安、教育、

司法、共青团、妇联等单位和组织的支持和配合。

为贯彻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我国有些地方制定并出台了更为细化的工作流程，

努力在司法和行政领域融合。比如，2019 年 12 月，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联合区检察院、区公

安分局、区司法局、区法院等单位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

见（试行）》，明确提出建立区级层面的多部门协同转介机制，并对基层派出所、街道乡镇和

社区落实强制报告事项的报告标准、及时受理和快速出警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2020 年，嘉兴

市人民检察院等部门联合印发《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强制报告工作指引》，提出发现已经发

生的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侵害的情形，应当在 24 小时内进行报告，规定了询问阶段和

处理阶段的具体做法，比如，经核实认为存在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侵害情形的，应当及

时向所在单位专门联络员报告；由专门联络员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在民政部门联络员处

备案。

四、我国儿童强制报告制度的问题及其成因

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是防止虐待儿童的重要方式。但由于我国强制报告建立

不久，还不成熟，在参与性、操作性、强制性和系统性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阻碍因素。

（一）存在问题

第一，强制报告制度参与性不足。目前，我国强制报告社会力量介入较少，报告案例不多。

一方面 , 强制报告制度宣传不足，公众报告意识不强；另一方面，强制报告制度缺乏支持制度

与环境，报告主体对报告后的自身安全颇为担忧。如果没有健全的保护措施，报告人有可能会

担心遭受打击报复而不愿主动报告。调查发现，当伤害责任主体是单位或机构时，影响强制报

告的主要因素是担心报告会影响所在机构或单位声誉、内部考核、平安项目建设等。例如，对

杭州市部分小学老师的调研发现，26% 的调查对象发现未成年人受到家庭暴力、虐待、性侵的

情况会选择报警，33.3% 的调查对象选择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对于报告的后果，80% 的老师认

为报告上级主管部门、报警会扩大事态的严重性，带来不利影响。可见，报告责任主体的一些

观念和意识不利于强制报告制度的推进。a

第二，缺乏强制报告权威部门。由于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强制报告体系，我国存在不同的工

a 叶玉秋、魏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官》2018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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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式，以致于在防治儿童虐待时难以做到有效整合。因此，在实践中相关机构协调统筹难度大，

各部门之间资源与报告共享机制较弱。例如，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受侵害强制报告的主要受理单

位是公安部门，但广大农村地区公安干警力量较为薄弱，无法直接对接每个农村留守儿童。

第三，奖惩机制不完善。虽然我国法律涉及了强制报告制度，但对于报告时限、报告方式、

受理部门没有统一规定，对于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法律后果规定比较原则化，所以强制报告

制度的“强制性”没有体现出来。很多处罚措施并没有被严格执行，即使执行了，也仅仅是简

单批评教育或训诫，未必能起到应有作用。

第四，制度体系不够完备。我国没有制定强制报告的流程和标准，相关规定散落于不同的

法规政策文件中，协调难度大，执行力较弱。近年来，虽然各地陆续进行了一些制度化的探索，

但受理的部门不统一，职责不清晰。比如，2020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九部门颁布的《关于建立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没有对协同部门职责范围作出解释，缺少

对通报程序的规定，很难为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提供有力支持。a

（二）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强制报告制度存在参与性不足，操作性不强，缺乏奖惩措施，系统性不高，协调

性较弱等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就不得不承认社会政策是在一定环境中确立和实施

的，所以研究强制报告制度，要分析该环境中的基本理念、目标群体、执行主体与实施条件等

因素。

第一，儿童虐待的认识问题。受传统文化、教育和儿童观念不同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于“儿

童虐待”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对儿童虐待包含的范围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根据儿童最大利益

原则，综合和比较各种理解，儿童虐待至少应包含四类主要情形：身体虐待（如殴打）、精神

虐待（如恐吓、羞辱）、性虐待（如性侵犯、性剥削）和忽视（包括生理忽视、情感忽视、健

康和医疗忽视、教育忽视、安全忽视等）。b 目前，我国对儿童身体虐待和性虐待已经给予了

高度重视，但精神虐待和忽视现象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例如，在贵州毕节留守儿童集体自

杀案中，4 名儿童缺乏有效监护，长期独自生活，遭受长期忽视而没有引起基层社会组织和儿

童福利机构的关注，甚至一些农村居民并不认为忽视是一种虐待。在基层调研中发现，儿童主

任知道社区或村里存在忽视现象时，一般不会立即报告并采取措施。正是由于对儿童忽视问题

的认识不足，导致一些忽视或精神虐待问题长期存在并引发冲击道德底线的极端事件。可以说，

儿童利益优先、儿童权益最大化原则还没有在社会上普遍树立起来，这是保护儿童权益的最大

阻碍。

第二，传统文化的不利影响。一是受到儒家文化和家本位思想的影响，不少人认为家庭

是保障儿童福利的主要单元，家长统筹负责孩子管教、成长、教育等各方面的事情，普遍认

为家长对于子女有一定惩罚的权利，有些家长认为自己打骂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二是在

我国传统的观念中，存在“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观念，家庭事务很难判断，使报告责任主体

a 李雅静、王健：《我国儿童性侵强制报告制度研究》，《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9 年第 3 期。

b 李环：《建立儿童虐待的预防和干预机制 —— 从法律和社会福利的角度》，《青年研究》200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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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暴力和儿童虐待事件视而不见。三是教育文化因素的影响。受传统教养习惯和观念（如

“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的影响，很多家长使用暴力管教孩子，认为这是纠正

孩子的不良习惯、避免孩子走上歪路的“好办法”。甚至在一些家长眼中，“打骂”被视为

教育、纠正孩子的行为的方式。这种教育理念，导致社会对一些儿童虐待现象习以为常，不

认为其是一种社会问题。比如，在 2015 年南京虐童案中，此前校方虽然发现男童身体伤痕，

判断曾经遭受过殴打，但认为只是家庭教育观念的不同而没有过多干涉，没有及时制止虐待

情况的持续发生。该案例反映出我国传统社会观念认为管教孩子是父母的权力和个人的“家

务事”，不容外人置喙。这种观念影响了人们干预父母及亲属虐待孩子的行为，形成了不利

于预防儿童虐待问题的环境。

第三，家庭功能的缺失。贵州毕节 5 名有父母的儿童在垃圾桶内中毒身亡，正是父母与子

女分离造成的后果。在现代社会，随着家庭能力和功能的弱化，家庭保护能力不足、保护儿童

失效成为一种可能的严重问题。比如，由于户籍等政策的影响，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异地夫妻、

留守儿童造成儿童得不到全方位的照看。国家与社会存在诸多弱化家庭功能的潜在因素，若这

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家庭越来越难承担起保护儿童的重任。

第四，未成年人保护和福利不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比较分散，力量比较薄弱，没

有形成完善的评估体系、介入机制和协调机制。与此同时，当前我国强制报告制度分散在民政、

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强制报告制度的连续性服务与成效。同时，

一些政策性因素阻碍了儿童权益的实现，比如，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村人口在购房、劳动报酬、

教育、医疗等方面难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不能很好地解决流入地子女教育、日常照护、

教育医疗等问题。

第五，社会组织参与不充分。社会工作、社会组织在儿童保护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然而我国还没有充分发挥这些专业社会组织的作用，导致相关服务社会化发展滞后。a 此外，

民间儿童保护组织还面临专业性不足、资源匮乏等问题，可能影响强制报告中社会力量的有效

发挥。b与此不同，西方国家非常强调以社区为本的儿童服务整合模式，如英国在 2005 年更新《儿

童福利法案》，要求在地区层面加强儿童福利机构与其他社区社会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加强

与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部门的有效连接与合作。c

五、完善我国儿童强制报告制度的对策

在西方国家，儿童虐待问题从引起关注到给予解决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例如 19 世

纪末美国在虐待儿童事件频频发生后才展开大讨论，意识到儿童保护缺乏力度，在明确政府在

保护困境儿童方面责无旁贷的主体责任的基础上于 20 世纪下半叶建立强制报告与反馈机制。

a 谢琼：《中国儿童福利服务的政社合作：实践、反思与重构》，《社会保障评论》2020 年第 2 期。

b 林典：《我国推行儿童虐待强制责任报告制度的困境分析》，《社会工作与管理》2019 年第 6 期。

c 邓锁：《从家庭补偿到社会照顾：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路径分析》，《社会建设》201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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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构建强制报告制度是长期性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过程，不仅需要构建理论基础，更新

观念，健全法律法规，还需要在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优化强制报告的运行机制、流

程及标准。

（一）改变传统观念，达成儿童优先的共识

强制报告建立在现代儿童观基础上，认为儿童拥有作为独立主体的权利，与成人一样享有

基本的人权与尊严。但不同于其他群体，儿童还未发育成熟，处于弱势地位，在身体、生活、

情绪、心理等方面存在特殊的需求，应该受到特别的照顾和保护。现代西方国家确立了儿童最

大利益原则和“国家亲权”理念，普遍认为儿童的成长和健康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政府和父

母一样要对儿童负有责任。例如，随着少子化危机加深，日本政府开始积极主动地承担儿童照

顾责任。a 设立强制报告制度，预防儿童遭受虐待是国家对儿童的责任的一个具体体现，其做

法是赋予与儿童接触密切的专业人员监督的权利与义务，并在父母未尽养育职责时向国家报告，

在父母对儿童存在不当行为时介入干预，甚至剥夺父母的监护权，提供替代性照顾服务。可见，

在儿童遭到虐待时，政府介入父母子女关系，承担起了保护儿童和监管家庭的责任。b 基于以

上理论和逻辑，为了预防和发现儿童虐待现象，保证政府和社会的干预介入及时有效，需要改

变传统观念，确定政府主导的理念，这是强制报告制度有效运行的前提。

（二）加强统筹协调，打通强制报告运行环节

促使强制报告制度落地并发挥实效，离不开部门协作与各环节的顺畅运行。目前我国强制

报告受理机构主要有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和教育部门，所以在儿童保护工作实践中形成了多种

报告渠道，如人民检察院牵头公安部门公布了 110 未成年人举报热线，民政部门设立了 12349

儿童救助保护热线（有些省份并入了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全国妇联开通了玫琳凯反家暴

热线：16838198，还有地方开通了未成年人保护热线或性侵害电话。而且，在司法领域与行政

领域形成了两种系统与运行方式，存在信息未共享、缺乏统一评估标准、部门衔接不畅等问题，

影响了强制报告的效能。为避免多头治理导致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和相互推诿，推动强制报告有

效运行，一是明确建立强制报告的主管单位、内容、主体、奖惩及协作机制。在法律中明确儿

童虐待不仅包含身体虐待和性虐待，而且也要把精神虐待和忽视纳入伤害儿童的范围。二是明

确儿童保护的责任主体机构（Responsibility of Child Protection），通过立法授权儿童保护责任主

体机构必要的职责、足够的权力、相应的资源和管理能力来帮助受到不当对待的儿童。三是有

效衔接司法与行政系统，协调统一行动。协调合作是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如美国《儿童虐待预

防和处理法案》规定法律执行部门与儿童保护机构为报告的受理部门，需要警察、儿童福利机

构或儿童社工协调共同出动进行现场评估。我国台湾地区强调以整合性福利机制保护儿童权

益。c 因此，需要通过统一协作，进行报告登记、评估规范、分类救助，在接受报告初步判断

的基础上联合现场察看评估、联动干预，以充分发挥强制报告的发现与预防功能。

a 张继元：《少子化时代日本儿童照顾责任意识变革》，《社会保障评论》2020 年第 2 期。

b 裴斐：《完善儿童虐待防治法律问题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13 年第 6 期。

c 关子明：《从儿童保护到投资儿童：中国台湾地区儿童福利体系转型研究》，《社会政策研究》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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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扩大社会参与，明确强制报告的主体与责任

儿童虐待不仅仅是家庭的内部事务，而且是一个需要政府、儿童福利机构、社会组织、基

层组织等机构和人员广泛介入和参与的社会问题。只有动员和鼓励与儿童密切联系的人员及时

向相关机构报告，才能及时发现儿童遭受或可能遭受来自家庭、学校或社会的虐待。所以，国

外强制报告的主体范围经过了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例如，在美国早期的规定中，只有医务人

员是强制报告的主体，之后幼教、警察、社会服务人员等与儿童接触密切的专业人员也被纳入

义务主体的范围，一些州甚至规定商业摄影、制片等行业的从业人员也负有报告的责任。而日

本《虐待儿童防治法》规定，邻居等虐童事件的知情人亦有报告的义务。考虑到目前我国全社

会的儿童保护意识还比较淡薄，民众对强制报告制度不太熟悉的情况，对报告情况进行区分，

规定强制报告与自愿报告两类主体。一方面将医生、教师、儿童社工等机构工作人员列为强制

报告主体，如果没有尽到应报告的责任，将受到相应的处罚；另一方面将邻里、朋友、店员等

列为自愿报告的主体，鼓励他们承担报告的义务。虽然这两类报告主体都有可能接触儿童和发

现虐童现象，但前者负有保护、照管或救助儿童的责任，后者没有管理和照顾儿童的法定义务。

这样，在确定奖惩机制时，对具有强制报告责任的主体，没有按规定报告的，追究违反报告义

务者的法律责任，这是“强制报告”的应有之义。例如，美国大多数州规定，未能报告和故意

虚假报告为一种轻罪，一些州甚至把未能报告导致严重后果的、多次违反报告义务或故意虚假

报告的行为规定为重罪。此外，未能报告的责任人在部分州还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a 报告主

体如果能够证明自身没有过错，则无须承担责任。通过强调报告主体责任，扩大社会参与，是

强制报告制度良性运行的保障。

（四）细化操作流程，明确强制报告制度的执行机制

报告制度是儿童保护的第一步，围绕“谁报告、什么情况报告、向谁报告、报告什么内容、

报告后如何处理”等环节，建立专门针对儿童保护的案件处理程序，以便充分发挥强制报告的

作用。强制报告制度要与儿童保护结合起来，明确报告、接受立案、调查、评估、确认、干预（个

案管理）等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例如，英国一旦发生了涉及儿童的诉讼，儿童社会福利机构

必定介入，不仅为儿童提供服务，还为家事法庭提供相关咨询和后期回访数据，再结合法官亲

自对儿童的回访，确保对儿童权益的保护。b 无论是美国抑或是其他国家的强制报告制度，都

不仅仅只是针对虐童行为发生时的报告行为，还包括了虐童行为发生后的调查、取证、处理和

委托监护等流程。强制报告制度具有依法建立起来的完整组织结构，配备了相应的工作人员，

其活动经费纳入了政府财政预算，这些条件保障了强制报告体系顺利运行。在我国强制报告制

度建设中，最高检察院牵头，强调了儿童保护的司法部分，但进入司法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

儿童保护的内容需要在进入司法之前解决，这个就需要建立家庭和社区支持政策。通过项目资

助、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由专业儿童机构或社会工作者来提供服务。比如，通过其与社区居

a 杨志超：《美国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重庆社会科学》2014 年第 7 期。

b  Astra Outley, "Overcoming Barriers to Permanency: Recommendation for Juvenile and Family Courts," Family Court 
Review, 2006,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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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学校建立密切关系，及时发现处于困境的儿童，并为之开展有针对性的个人服务和家庭

服务，通过提升其家庭能力，最终保障儿童的权益。

（五）注重培训与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一是进一步加强报告责任主体的法律意识，通过培训宣传，使报告主体能够准确判断未成

年人是否遭受不法侵害、是否有犯罪情况发生、及时有效固定证据等。二是加强强制报告制度

的专项培训，让报告责任主体进一步认识到强制报告的重要性，知晓立法上的隐私保护，打消

顾虑，明确报告方式及途径，提高责任主体的职业敏感性和报告的效率、效果。三是做好社会

公众的普法宣传。由各级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牵头，通过报纸、新闻、互联网等途径全面宣传强

制报告制度，让人民群众理解强制报告制度的立法原意，培养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让全社会

都成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发声者、监督者，只有人人伸出援助之手，才能保障儿童人身安全和健

康成长。最后，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强制报告信息管理平台，开发便捷的报告方式，

如 APP、专用信箱和网站等，扩大受理渠道并保持渠道畅通。相较于传统的线下举报方式，线

上程序即搜即用，渠道更便捷，大大降低了群众参与未成年人保护的门槛，同时还可以使举报

反映的情况更清晰，以最快效率达到整合。

Mandatory Reporting of Child Abuse in China: Policy Practice 
and Future Strategy

Xu Fuhai
(Policy Research Center,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721, China)

Abstract: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are widespread problems worldwide. Due to the hidden, private, 

and individual nature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many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mandatory reporting 

systems to detect and prevent child abuse in a timely manner. Becaus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family concept, as well as the underdeveloped child protection mechanism, some problems re-

mai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ndatory reporting system. In order to improve China's child pro-

tection mechanism and child welfare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through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

cepts and family concepts, clarify the framework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mandatory 

reporting system, improve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raise public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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